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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俘虏辞令的言说特点
朱闻宇

摘　 要： 历来论述左传辞令者， 涉及行人、 大夫颇多， 关照俘虏这一特定群体的辞令的专篇很少。 文

章就俘虏辞令这一点展开讨论， 指出俘虏辞令在语言方面不仅具有春秋辞令共同的特点如委婉含蓄、 刚柔

相济、 诙谐有趣、 雄辞辩言， 还有对尊严的格外关注。 《左传》 俘虏辞令多样的语言风格与其特定的道德

文化背景休戚相关， 在利义抉择时， 道德向善对于人类实现自身存在， 以及指导言语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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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的辞令历来被学者津津乐道， 刘知几评价它 “载诸大夫辞令， 行人应答， 其文典而美， 其

语博而奥” ［１］（４１９－４２０） ， 刘氏把大夫和行人的辞令作为代表， 是十分精到的。

行人和大夫的辞令常常成为学者主要的分析对象， 然而， 在 《左传》 中俘虏的辞令常常被人们忽

略。 俘虏面对的是生与死、 释与囚的一刹那， 在这紧要关头， 他们的辞令对自身的安危尤为重要， 所

以也更值得推敲。 本文将从俘虏辞令的言说特点考察俘虏的辞令， 以展现这个被长期忽视的群体的妙

言辞章。

一

俘虏辞令具备春秋时一般辞令的特点， 或委婉含蓄、 或刚柔相济、 或诙谐有趣、 或雄辞辩言， 同时

也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失尊严。 这些俘虏的辞令特点和言说方式， 又在听者的理解或误解下，

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和结果。 以下分述之。

（一） 委婉含蓄

春秋时代的人对辞令的委婉含蓄是十分看重的， 刘知几在 《史通·言语》 中就说： “周监二代， 郁

郁乎文。 大夫、 行人， 尤重辞命。 语微婉而多切， 言流靡而不淫” ［１］（１４９） ， 这与当时 “崇礼” 有密切的

关系。 刘熙载称 “左氏尚礼， 故文” ［２］（５７） ， 《左传》 也有关于礼和辞的论述： “文辞以行礼也” ［３］（１４７９） ，

在礼的支配下， 言辞遵循着 “忠， 德之正也； 信， 德之固也； 卑让， 德之基也” ［３］（５１６） 的信条， 讲求礼

让、 含蓄， 杜预就称这种语言 “其文缓， 其旨远” ［４］（１５） 。 这种委婉含蓄的语言风格在 “钟仪” 的故事

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晋侯观于军府， 见钟仪， 问之曰： “南冠而絷者， 谁也？” 有司对曰： “郑人所献楚囚也。”

使税之， 召而吊之。 再拜稽首。 问其族， 对曰： “泠人也。” 公曰： “能乐乎？” 对曰： “先父之

职官也， 敢有二事？” 使与之琴， 操南音。 公曰： “君王何如？” 对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

固问之， 对曰： “其为大子也， 师保奉之， 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 不知其他。” （成公九

年） ［３］（８４４－８４５）

钟仪原是楚国的乐官， 成公七年被郑国所俘， 郑国把他献给晋国， 关押在晋国军府。 两年之后， 晋

景公视察军府， 见到了钟仪， 问其族、 使奏乐、 问其君， 钟仪的应答平淡无奇， 仅 “泠人也”、 “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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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不知其他”， 然而就在这平淡中包含了他对楚国的忠贞之意。

施旭先生在 《文化话语研究》 中说： “从话语生成的角度说， 讲话应该注重道德， 因为语言使用的

好坏本身决定人品。 从话语理解的角度说， 听话同样应该具有道德， 因为人与其语言具有不对等

性。” ［５］（１３１－１３２）钟仪作为俘虏的一段回答， 委婉含蓄， 却包含着其内在高洁的品格， 这就对听话者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 《孟子》 载公孙丑问曰： “何谓知言？” 孟子曰： “诐辞知其所蔽， 淫辞知其所陷， 邪辞知

其所离， 遁词知其所穷。 生于其心， 害于其政； 发于其政， 害于其事。 圣人复起， 必从吾言矣。” ［４］（２６８６）

孟子从祛蔽的角度， 指出听话者要透过言辞的 “蔽、 陷、 离、 穷”， 领会言辞生发所由之心， 从而达到

“知言” 的境界。 钟仪十分幸运， 他的听话者———晋国的范文子具备与之相同的道德境界， 能够抛却话

语的平淡， 看到说话者内心道德的存在， 对钟仪的辞令作了很好的诠释：

文子曰： “楚囚， 君子也。 言称先职， 不背本也。 乐操土风， 不忘旧也。 称大子， 抑无私也。 名其

二卿， 尊君也。 不背本， 仁也。 不忘旧， 信也。 无私， 忠也。 尊君， 敏也。 仁以接事， 信以守

之， 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 事虽大， 必济。 君盍归之， 使合晋、 楚之成。” （成公九年） ［３］（８４５）

范文子认为钟仪不背本、 不忘旧、 不为私、 尊国君， 符合君子的风范， 故而向晋景公请求放归钟

仪， 达成了晋楚间的友好。

在整个辞令行为中， 钟仪操乐应该是最能体现出含蓄委婉的特征的。 晋景公之命不能违抗， 而操南

音则作为他不忘家乡的辞令含蓄委婉地表现了出来， 这也可以算作是隐语。 《左传·哀公十二年》 记载

被吴国俘虏的卫侯归国后， “效夷言。 子之尚幼， 曰： ‘君必不免， 其死于夷乎！ 执焉， 而又说其言，

从之固矣。’ ” ［３］（Ｐ１６７２）卫侯的效夷言和钟仪的操南音形成强烈的反差， 同为俘虏， 一个忘其国， 一个怀

其国； 一个促成两国友好， 一个客死他乡。 《左传》 就是通过这种非语言的音乐表现方式， 含蓄地体现

着善恶判断。

（二） 刚柔相济

虽然 《左传》 中许多辞令如上所述十分委婉含蓄， 遵循着礼让谦和的信条， 可是当弱小面对强大、

卑微面对尊贵的时候， 这种谦让柔和的辞令也会隐含着刚毅和尊严。 尤其当俘虏被获准释放后， 敌国

依仗释放之恩泽， 提出种种条件， 咄咄逼人， 面对这些， 俘虏的辞令显示的最大特点是刚柔相济， 馁

其锋芒， 昂己士气， 维持自己以及国家的尊严。 这在 “荀罃” 的故事里体现得尤为突出：

晋人归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罃。 于是荀首佐中军矣， 故楚人许之。 王送

知罃， 曰： “子其怨我乎？” 对曰： “二国治戎， 臣不才， 不胜其任， 以为俘馘。 执事不以衅

鼓， 使归即戮， 君之惠也。 臣实不才， 又谁敢怨？” 王曰： “然则德我乎？” 对曰： “二国图其

社稷， 而求纾其民， 各惩其忿以相宥也， 两释累囚以成其好。 二国有好， 臣不与及， 其谁敢

德？” 王曰： “子归， 何以报我？” 对曰： “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 无怨无德， 不知所

报。” 王曰： “虽然， 必告不谷。” 对曰： “以君之灵， 累臣得归骨于晋， 寡君之以为戮， 死且

不朽。 若从君之惠而免之， 以赐君之外臣首； 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 亦死且不朽。 若不获

命， 而使嗣宗职， 次及于事， 而帅偏师以修封疆， 虽遇执事， 其弗敢违。 其竭力致死， 无有二

心， 以尽臣礼， 所以报也。” 王曰： “晋未可与争。” 重为之礼而归之。 （成公三年） ［３］（８１３－８１４）

邲之战中， 晋国的知罃被楚国俘虏， 其父荀首俘虏了楚公子谷臣、 射死了连尹襄老， 以此一囚一尸

作为交换条件， 请求楚国释放知罃。 而楚共王在释放知罃之际， 借机要取利益， 问了三个问题： “子其

怨我乎”、 “然则德我乎”、 “子归， 何以报我”？

知罃应对第一个问题， 显得知恩善报。 因为他知道楚共王正欲以释放之恩情前来要挟， 若直接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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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恩情只不过是在交换俘虏这场交易下的顺水推舟的话， 楚王必然发怒， 故而以柔克之。

面对变本加厉的第二个问题， 知罃的应对避开个人之间的恩怨， 以两国之交作为应对说辞， 既回避

了楚共王的问题， 又显示出作为晋国大将以国家为重的胸襟和抱负。

楚共王见旁敲侧击行不通， 就直陈其事， 问了第三个问题。 知罃首先重复了楚共王的恩情， 然后设

想了回国的情况， 一步步地向 “帅偏师以修封疆， 虽遇执事， 其弗敢违” 的结果上引导， 虽说报恩，

实则显示 “外事毫不可干” 的气势。

在整个话语活动中， 知罃首先明确了自身与楚王的两组关系： 一从自身出发， 与楚王是君臣的上下

关系； 二从国际出发， 作为晋臣与楚国是敌对关系。 知罃的辞令从君臣关系入手， 显示出礼让的谦和

精神， 同时不卑不亢， 话语落脚点都在晋楚之间， 不仅没有让晋国因为自己的被俘而蒙羞， 还使楚国

对晋国畏惧三分。

面对刚柔相济的辞令， 楚共王作为听话者， 同时感受到了晋国人才知礼守礼的道德品格， 同时也从

其言语策略中体会到晋国臣子的才干， 发出了 “晋未可与争” 的感叹。

（三） 诙谐有趣

《左传》 作为一部史书， 它的辞令却常常具有幽默感， 或常常造成诙谐的效果， 这种独创性的语言

为叙事增色不少， 我们可以从 “华元” 的故事里看到这种言说特点：

将战， 华元杀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与。 及战， 曰： “畴昔之羊， 子为政， 今日之事， 我为

政。” 与人郑师， 故败。 ……

宋人以兵车百乘、 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 半入， 华元逃归， 立于门外， 告而入。 见叔

佯， 曰： “子之马然也。” 对曰： “非马也， 其人也。” 既合而来奔。 （宣公二年） ［３］（６５２）

郑公子归生奉楚国之命讨伐宋国， 华元作为宋国大将抵御郑军。 战前以羊犒师， 华元没有给御者羊

斟一份， 羊斟怀恨在心， 战斗的时候故意驾车冲入敌阵， 并说 “畴昔之羊， 子为政， 今日之事， 我为

政”， 导致了华元战败被俘。 作为听话者的华元， 听到 “畴昔之羊” 后， 自然知道羊斟是在公报私仇。

当华元逃归后， 明知故问地说 “子之马然也” 来讽刺羊斟， 羊斟虽然行小人事， 但在当时道德风

气的语境下， 也自知有过， 因而他以 “非马也， 其人也” 来回答华元， 以承认己之过错来消弭华元的

讽刺。 此段对话中， 两人在道德语境下， 所言尽是尖酸刻薄之语， 双方品格一览无余， 对话也十分

有趣。

如果说在 “华元” 的故事里， 辞令本身具有幽默的性质， 那么在下面 “皇颉” 的故事里， 一段小

小的辞令却引发了极为有趣的事情：

楚子、 秦人侵吴， 及雩娄， 闻吴有备而还。 遂侵郑， 五月， 至于城麇。 郑皇颉戍之， 出，

与楚师战， 败。 穿封戌囚皇颉， 公子围与之争之。 正于伯州犁， 伯州犁曰： “请问于囚。” 乃

立囚。 伯州犁曰： “所争， 君子也， 其何不知？” 上其手， 曰： “夫子为王子围， 寡君之贵介弟

也。” 下其手， 曰： “此子为穿封戌， 方城外之县尹也。 谁获子？” 囚曰： “颉遇王子， 弱焉。”

戌怒， 抽戈逐王子围， 弗及。 楚人以皇颉归。 （襄公二十六年） ［３］（１１１４－１１１５）

楚国伐吴， 因吴有备而转伐郑， 郑国没有防备， 守御城麇的皇颉被穿封戌俘虏， 而这时候楚公子围

（即后来的楚灵王） 却和穿封戌争功， 要把皇颉作为自己的俘虏， 双方争执不下， 请伯州犁主持正义。

这样， 在当事人之外， 就引入了一个新的听话者伯州犁。

作为不明真相的调停者， 伯州犁自然选择争执双方之外的第三人皇颉为证人， 而他对证人证词真

实性的预判则是建立在道德预判的基础上的， 他说： “所争， 君子也， 其何不知？” 可见他对皇颉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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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品质首先作出肯定的预判， 认为皇颉是君子， 由此对皇颉话语真实性也作出肯定的预判。 但谁料到

作为俘虏的皇颉却撒了谎， 以 “颉遇王子， 弱焉” 作答。 面对皇颉的撒谎， 面对调停者对皇颉话语真

实性的预判将使谎话成真的现实， 听话者穿封戌顿觉冤屈， 于是出现了 “戌怒， 抽戈逐王子围” 的戏

剧性场面。

（四） 雄辞辩言

刘知几称 《左传》 “言流靡而不淫”， 罗根泽称 “左氏浮夸， 最喜征引” ［６］（３０） ， 这种雄辞辩言、 纷

繁富丽的言说特点， 在 “驹支” 的故事里得以体现：

将执戎子驹支。 范宣子亲数诸朝， 曰： “来！ 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 乃祖

吾离被苫盖， 蒙荆棘， 以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与女剖分而食之。 今诸侯之事

我寡君不知昔者， 盖言语漏泄， 则职女之由。 诘朝之事， 尔无与焉！ 与将执女！”

对曰： “昔秦人负恃其众， 贪于土地， 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 谓我诸戎， 是四岳之裔

胄也， 毋是翦弃。 赐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 我诸戎除翦其荆棘， 驱其狐狸豺狼，

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贰。 晋文公与秦伐郑， 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 于是乎有殽

之师。 晋御其上， 戎亢其下， 秦师不复， 我诸戎实然。 譬如捕鹿， 晋人角之， 诸戎掎之， 与晋

踣之， 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来， 晋之百役， 与我诸戎相继于时， 以从执政， 犹殽志也。 岂敢离

逖？ 今官之师旅， 无乃实有所阙， 以携诸侯， 而罪我诸戎！ 我诸戎饮食衣服， 不与华同， 贽币

不通， 言语不达， 何恶之能为？ 不与于会， 亦无瞢焉！” 赋 《青蝇》 而退。 宣子辞焉， 使即事

于会， 成恺悌也。 （襄公十四年） ［３］（１００５－１００７）

范宣子怀疑驹支泄漏晋国情报， 准备把驹支抓起来。 驹支首先上承范宣子的话， 把晋国对姜戎的恩

惠再次赞美了一番。 随后， 驹支历数了姜戎一族对晋国的贡献： 获 “南鄙之田” 后 “除荆棘， 驱豺狼”

而不叛晋， 秦晋殽之战 “戎亢其下， 秦师不复， 我诸戎实然” 的战功， 以及长久以来 “晋之百役， 与

我诸戎相继于时” 的历史。 最后， 驹支提出 “我诸戎饮食衣服， 不与华同， 贽币不通， 言语不达， 何

恶之能为？” 的客观条件， 打消了范宣子的疑虑， 获得了范宣子的信任， 免于被俘。

驹支可以说是戎人里运用中原语言十分纯熟的人， 洋洋大篇， 陈述历史， 他的辞令可以说是雄辞辩

言。 不仅如此， 他还能够运用中原文化中赋诗言志的辞令应对技巧， 赋了一首 《青蝇》 来阐述他的

观点：

营营青蝇， 止于樊。 岂弟君子， 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 止于棘。 谗人罔极， 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 止于榛。 谗人罔极， 构我二人。 《小雅·甫田之什》 ［４］（４８４）

《诗序》 称此篇 “大夫刺幽王也”， 孔颖达正义曰： “青蝇之虫也。 此虫汙白使黑， 汙黑使白， 乃变

乱白黑， 不可近之， 当去止于藩篱之上， 无令在宫室之内也。 以兴彼往来者， 谗佞之人也。 谗人喻善

使恶， 喻恶使善， 以变乱善恶， 不可亲之， 当弃于荒野之外， 无令在朝廷之上也。 谗人为害如此， 故

乐易之君子， 谓当今之王者， 无得信受此谗人之言也。” ［４］（４８４） 驹支赋此诗， 希望范宣子能明察秋毫， 不

为小人谗言所困， 与自己成恺悌君子。

虽然赋诗言志并非贯穿整个春秋时期， 而只在某一个时期里较为繁盛， 但 “赋诗言志” 作为辞令

的论说技巧还是非常成功的。 孔子就生活在赋诗言志的时代里， 他说： “诵 《诗》 三百， 授之以政， 不

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 ［４］（２５０７）诗含蓄表达意志的作用是学诗者必须要掌握的， 驹

支赋诗所表达的意思在诗里已有明确的陈述 “岂弟君子， 无信谗言”， 而听话者范宣子在当时普遍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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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气中， 以及其对诗之用的掌握， 理解了驹支赋诗的意思， 并 “使即事于会， 成恺悌也”。

（五） 不失尊严

春秋时代的人对气节很看重， 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 一旦被俘， 有一类俘虏以结束生命作为对自

我尊严的维护， 如 “臧坚” 的故事：

齐人获臧坚。 齐侯使夙沙卫唁之， 且曰： “无死！” 坚稽首曰： “拜命之辱！ 抑君赐不终，

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 以杙抉其伤而死。 （襄公十七年） ［３］（１０３１）

齐鲁交战， 臧坚受伤被俘， 齐侯派受刑之臣夙沙卫前来慰问， 臧坚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极大侮辱，

用杙刺进伤口， 自杀了。

还有一类， 身为俘虏， 屈居于敌国， 面对敌国的侮辱， 依然据理力争， 毫不畏馁， 捍卫自己的尊

严， 如 “叔孙婼” 的故事：

邾人诉于晋， 晋人来讨。 叔孙蹶如晋， 晋人执之。 书曰： “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 言使

人也。 晋人使与邾大夫坐。 叔孙曰： “列国之卿， 当小国之君， 固周制也。 邾又夷也。 寡君之

命介子服回在， 请使当之， 不敢废周制故也。” 乃不果坐。 （昭公二十三年） ［３］（１４４１）

晋国人俘虏了鲁国大夫叔孙婼， 让他和邾国大夫辩论。 按照周礼叔孙婼地位远在邾国大夫之上， 如

果他去辩论， 就是自降身份， 因此叔孙婼以上面的辞令拒绝了晋人的要求， 坚决不参加辩论， 以维护

自己的尊严。

二

春秋时代的辞令委婉含蓄， 包含着多样的语言风格， 这与其特定的道德文化休戚相关。 甚至是在战

争中， 春秋时人的言语依然体现着道德上的礼信精神， 钱穆先生对此有言： “即在战争中， 犹能不失他

们重人道、 讲礼貌、 守信让之素养， 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道义礼信， 在当时的地位，

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 ［７］（７１）

在礼信的道德准则下， 作为战争行动主体的贵族阶层， 作为君子， 往往会做出许多今人看来是

“当时独有的幽默” 的事， 如宋襄公 “不鼓不成列” 一事：

冬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济。 司马曰： “彼众我寡，

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公曰： “不可。” 既济而未成列， 又以告。 公曰： “未可。” 既陈而后击

之， 宋师败绩。 公伤股， 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 公曰： “君子不重伤， 不禽二毛。 古之为军

也， 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 “君未知战。 勍敌之人隘而不列，

天赞我也。 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 犹有惧焉。 且今之勍者， 皆吾敌也。 虽及胡耇， 获则取之，

何有于二毛？ 明耻教战， 求杀敌也， 伤未及死， 如何勿重？ 若受重伤， 则如勿伤； 爱其二毛，

则如服焉。 三军以利用也， 金鼓以声气也。 利而用之， 阻隘可也； 声盛致志， 鼓儳可也。”

（僖公二十二年） ［３］（３９７－３９９）

宋乃殷商后裔， 宋襄公 “不重伤， 不禽二毛， 不以阻隘也， 不鼓不成列” 的战法很大程度是继承

了商代的古礼， 以今日之眼光看去， 此举贻误战机， 故而泓一战宋师败绩、 襄公伤而亡； 而子鱼劝诫

襄公 “勍敌之人隘而不列， 天赞我也。 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 的战法则是在新情势下， 春秋征伐求取

战功的新发展。

从 《左传》 引用子鱼之言看， 对宋襄公所守之礼持否定态度， 且出发点是从 “三军以利用” 的角

度批评 “不鼓不成列” 的战法。 《春秋谷梁传》 也对宋襄公颇有微词： “泓之战， 以为复雩之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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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 礼人而不答， 则反其敬； 爱人而不亲， 则反其仁； 治人而不治， 则反其知。 过而不改， 又

之， 是谓之过。 襄公之谓也。 古者被甲婴胄， 非以兴国也， 则以征无道也， 岂曰以报其耻哉？ ……人

之所以为人者， 言也。 人而不能言， 何以为人？ 言之所以为言者， 信也。 言而不信， 何以为言？ 信之

所以为信者， 道也。 信而不道， 何以为道？ 道之贵者时， 其行势也。” ［４］（２４００） 《谷梁传》 与 《左传》 不

同， 是从宋襄公战非 “征无道” 而是 “报其耻” 的角度， 批评宋襄公发起战争的目的。 并且从战事引

申出言之道， 提出 “言—信—道—时” 的言语策略， 认为言语活动要有信， 信或不信的标准则是是否

符合道， 而道的实现则需要时， 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 “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

在。” ［４］（２７２６）从中可以看到， 在中国道德文化的语境下， 言语活动的目标指向义， 而非利。

《春秋公羊传》 对宋襄公则表示了赞赏：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临大事而不忘大礼， 有君而无

臣， 以为虽文王之战， 亦不过此也。” ［４］（２２５９）这是从战胜与守礼的抉择角度分析宋襄公之行， 汉代公羊学

派儒者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 中又作了阐述：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 不由其道而胜， 不如

由其道而败， 春秋贵之， 将以变习俗， 而成王化也。” 在道德文化的观念下， 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往往与

是否符合道义联系在一起， 所行不义， 结果再好， 也不足取， 孔子曰：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

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 君子无

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４］（２４７１）

春秋战争中的俘虏， 存在去除囚禁和坚守道义的言语背景下， 考察他们在囚释之间、 死生边缘， 对

义和利的抉择———在上节引文中的俘虏， 或昭示礼， 以辞令求得归程； 或宣誓礼， 以辞令作为祭文； 或

暗藏礼， 以辞令获得逃奔———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话语活动考察言语策略在义利择取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在道德文化的 “俘虏” 下， 俘虏们的言语活动符合道义， 体现出礼信， 往往其肉体能从

“俘虏” 中解放出来。 如果利用辞令苟且偷生， 违背了道义， 虽然肉体获得一时的解放， 但其人格则永

久地 “拘禁” 于恶中， 如 “殖绰、 郭最” 丧失尊严的例子：

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阴， 遂从齐师。 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 殖绰、 郭最曰： “子殿国

师， 齐之辱也。 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 卫杀马于隘以塞道。 晋州绰及之， 射殖绰， 中肩， 两

矢夹脰， 曰： “止， 将为三军获。 不止， 将取其衷。” 顾曰： “为私誓。” 州绰曰： “有如日！”

乃弛弓而自后缚之。 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 皆衿甲面缚， 坐于中军之鼓下。 （襄公十八

年） ［３］（１０３８－１０３９）

齐晋交战， 由于夙沙卫把退路堵死， 殖绰、 郭最被州绰追上， 殖绰在中箭的情况下和州绰 “私誓”

让州绰放过自己的性命而甘愿成为俘虏。 钱钟书评价 《左传》： “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 莫先乎 《左

传》， 公言私言， 盖无不有” ［８］（１６４） 。 殖绰和州绰的对话就属于私言类， 当州绰提出俘虏或性命的选择

时， 殖绰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为私誓” 这短短三个字已把他 “惊弓之鸟” 的情状描摹得活灵活现， 而

州绰听到此话后， 以日起誓， 郭最也束手就擒， 二人 “衿甲面缚， 坐于中军之鼓下”， 军威尽丧。 《孟

子·离娄上》 言：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 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言非礼义， 谓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

仁由义， 谓之自弃也。 仁， 人之安宅也； 义， 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弗居， 舍 正 路 而 不 由， 哀

哉！” ［４］（２７２１）殖绰、 郭最所言非礼义， 所行非仁义， 属自暴自弃者， 他们对尊严的放弃， 其效果并不仅在

“面缚中军鼓下” 一时， 而是伴随终生的。 襄公二十一年， 州绰逃亡到齐国， 在朝中遇见了逃归的殖

绰、 郭最：

齐庄公朝， 指殖绰、 郭最曰： “是寡人之雄也。” 州绰曰： “君以为雄， 谁敢不雄？ 然臣不

敏， 平阴之役， 先二子鸣。” 庄公为勇爵。 殖绰、 郭最欲与焉。 州绰曰： “东闾之役， 臣左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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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还于门中， 识其枚数。 其可以与于此乎？” 公曰： “子为晋君也。” 对曰： “臣为隶新。 然

二子者， 譬于禽兽， 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３］（１０６３－１０６４）

州绰面对齐庄公誉为 “寡人之雄” 的殖绰、 郭最出言轻慢， 十分看不起他俩。 虽二人孔武有力，

而贪生怕死之气节则被人视为 “禽兽”， 可 “食其肉而寝处其皮”， 可见苟且性命带来的只能是尊严扫

地。 对于性命和道义的关系， 《论语》 中有一段论述：

子贡问政。 子曰： “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

曰： “去兵。”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食。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

不立。” ［４］（２５０３）

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体系中， 维持人格的 “信” 要比维持性命的 “食” 重要得多， 因为 “人” 的

存在 （ “民无信不立” ） 主要是以道德向善为依凭的， 《诗经·鄘风·相鼠》 很早就歌唱道： “相鼠有

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胡不遄死？” ［４］（３１９） 因此， 人的言语活动的存在也主要以道德礼信为依凭，

《礼记·曲礼上》 就论述了言与礼的关系： “鹦鹉能言， 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 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 不亦禽兽之心乎？ 夫唯禽兽无礼， 故父子聚麀。 是故圣人作， 为礼以教人， 使人以有礼， 知

自别于禽兽。” ［４］（１２３１）继之， 人的言语策略也要符合人的道德良心， 《诗大序》 言： “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４］（２６９）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 “发言” 与 “心” 的紧密联系， 触发言语活动的基

本应该是追求向善的心。

当今之世， 利义抉择成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问题， 言语活动表达与遮蔽的功效往往与利义取舍交

织在一起， 这种言语活动在中国也存在， 但同时 “由于当今中国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特

别是两千年来话语为 ‘立德’ 的原则对今天的实践有着新的影响， 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话语主体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形成了内部的差异， 不能再用简单的、 孤立的、 静止的、 脱离中国文化的方式去

解读其性质。” ［５］（１２７）因此， 从文化角度探究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下的言语活动， 以史为鉴， 有助于在当代

复归道德向善的 “发言” 和言语策略， 并以此入手， 渐进式地实现 “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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